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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家道统说再探
梁 涛

  摘要:儒学史上存在“即道言统”与“即统言道”两种道统观,实际上,言道统只能“即道言统”,而不能“即统言

道”。道统的核心是仁义,儒家的仁义存在“居仁由义”与“处仁以义”的不同进路,前者是由仁而义,后者是由义而

仁。作为道统的仁义应是“居仁由义”与“处仁以义”的统一,孔子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的道统谱系不足以代表儒学发

展的全貌,传统的四书存在明显的欠缺。因此,以新道统为纲领,以新四书为基本经典,成为统合孟荀及儒学创新

的关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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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两种道统说

儒学自本自根、源远流长、内涵丰厚,其内部不仅有子学、经学之分,也有汉学、宋学的对立,每一学术形态

下又有不同之派系,故后世有所谓“道统”说,以对其内容做出判别、衡定、分析。盖一种学术思想,虽极复杂,而
不可无一中心,道统即表示一个居于中心地位的思想传统。儒家的道统观念由来已久,孔子见夏、殷、周礼之相

因,而确信“其或继周者,虽百世,可知也”①。孟子主张“五百年必有王者出兴,其间必有名世者”②,并详列由

尧、舜经成、汤、文王而至孔子的序列③,均表现出承前启后,继往开来的续统意识。不过系统表述道统思想的是

唐代中期的韩愈,其《原道》云:

  博爱之谓仁,行而宜之之谓义,由是而之焉之谓道,足乎己,无待于外之谓德。其文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
《春秋》,其法礼乐刑政,其民士农工贾,其位君臣、父子、师友、宾主、昆弟、夫妇……斯道也,何道也? 曰:斯
吾所谓道也,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。尧以是传之舜,舜以是传之禹,禹以是传之汤,汤以是传之文武周

公,文武周公传之孔子,孔子传之孟轲,轲之死,不得其传焉。④

韩愈认为儒家道统始于尧、舜、禹、汤,而不是孔子,表明其所理解的儒学乃是全面继承了前轴心时代的文

化,而不是始于轴心时代的孔子,无疑是有历史根据的。不过他将荀子排斥在道统之外,认为“轲之死,不得其

传焉”⑤,则可能与他对道的理解有关。在韩愈看来,“博爱之谓仁,行而宜之之谓义,由是而之焉之谓道,足乎

己,无待于外之谓德”;“仁与义,为定名;道与德,为虚位。……凡吾所谓道德云者,合仁与义言之也,天下之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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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也”①。故他所谓道的本质内容为仁义,其经典之文献为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,其表现于客观社会政治之

制度为礼、乐、刑、政,其民有士、农、工、贾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一脉相传者即此仁义之道,孔子之

后,真正发扬仁义者为孟子,孟子死后,荀子虽然与孟子一样,“吐辞为经”,“优入圣域”,“要其归,与孔子异者鲜

矣”,但对于仁义,“择焉而不精,语焉而不详”,“大醇而小疵”②,故不得不排除在道统之外。韩愈道统说是在“儒
门淡薄”的颓势下,辟佛老,明仁义,重新确立儒学的正统地位,故对后世影响甚大,其观点也被同样有弘道意识

的理学家所接受。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云:

  孔子传之孟轲,轲之死,不得其传。此非深知所传者何事,则未易言也。夫孟子之所传者何哉? 曰:仁
义而已矣。孟子之所谓仁义者何哉? 曰:仁,人心也;义,人路也。曰:恻隐之心,仁之端也;羞恶之心,义之

端也。如斯而已矣。然则所谓仁义者,又岂外乎此心哉? 尧舜之所以为尧舜,以其尽此心之体而已。禹、
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传之,以至于孟子,其间相望,有或数百年者,非得口传耳授密相付属也。特此心之

体,隐乎百姓日用之间,贤者识其大,不贤者识其小,而体其全且尽,则为得其传耳。虽穷天地,亘万世,而
其心之所同然,若合符节。③

朱熹认为如果不能真正理解孔孟所传者为仁义,则不容易对其解释,说明韩愈何以主张“轲之死,不得其

传”,表明他对韩愈的道统说颇为认同,且深有同感。不过朱熹将仁义进一步落实在“心之体”上,认为尧、舜、
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以至于孟子所传者为“特此心之体”也。在《中庸章句序》中,朱熹继承了程颐“《中庸》
乃孔门传授心法”④的思想,将尧舜禹相传之道统具体化为《古文尚书·大禹谟》中的“十六字心传”:“其见于经,
则‘允执厥中’者,尧之所以授舜也;‘人心惟危,道心惟微,惟精惟一,允执厥中’者,舜之所以授禹也。”⑤“十六字

心传”中,“允执厥中”是核心,舜所增人心、道心等三句乃是对此句的进一步阐释。在朱熹看来,“心者,人之知

觉,主于身而应事物者也。指其生于形气之私者而言,则谓之人心;指其发于义理之公者而言,则谓之道心”⑥。
故道心是符合仁义之理之心,人心指生于形气之私之心,而“允执厥中”就是要省察“危而不安”的人心,持守“微
而不显”的道心,时时以仁义之心即道心为标准,“执中”,无过不及。所以在以仁义为道的本质内容上,朱熹与

韩愈是一脉相承的,不过朱熹将仁义与道心、人心的区分联系在一起,将仁义形上化、哲学化。这样,朱熹所言

之道更具有超越性和绝对性,从前轴心时代的尧、舜、禹到轴心时代的孔、孟相传的都是此一永恒、普遍的道,而
与具体的历史时代无关。道统之“传”亦非事实层面的前后相续或师徒传授,而是超越层面的心灵感悟,心心相

传。圣人相传虽然是仁义之道,但仁义之道离不开心而存在,传道与传心密不可分,欲了解圣人相传之道,就要

了解尧、舜、禹相传之“十六字心传”,舍此无以了解圣人之道。孟子之后,荀子以及汉唐诸儒未能领悟这个“心
法”和“密旨”,结果使得“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以来转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”⑦,直到宋代周敦颐、二程兄弟奋起

于“百世之下”,“以兴起斯文为己任。辨异端,辟邪说,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”⑧。朱熹本人也是以承继道统

自命,欲将二程等人接续的道统进一步发明光大之。
韩愈道统说不仅被多数宋明理学家所接受,在当代新儒家那里也得到了回响。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

三称:“自韩愈为此道统之说,宋明儒兴起,大体皆继承而首肯之。其所以易为人所首肯,因此说之所指本是一

事实,不在韩愈说之之为‘说’也。”⑨认为韩愈道统说之所以被接受,就在于它反映了一客观事实,而不是因为韩

愈的个人主张。不过,牟宗三虽然也将道统溯源于前轴心时代的尧、舜、禹,但他更强调孔子立仁教对“道之本

统”再建的积极意义,强调孔子的生命形态与生命方向之独特性。他说:“然自尧、舜三代以至孔子乃至孔子后

之孟子,此一系相承之道统,就道之自觉之内容言,至孔子实起一创辟之突进,此即其立仁教以辟精神领域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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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牟宗三全集》卷5,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年版,第197页。



……此一创辟之突进,与尧、舜三代之政规业绩合而观之,则此相承之道即后来所谓‘内圣外王之道’。此‘内圣

外王之道’之成立即是孔子对于尧舜三代王者相承‘道之本统’之再建立。内圣一面之彰显自孔子立仁教始。
……自孔子立仁教后,此一系之发展是其最顺适而又最本质之发展,亦是其最有成而亦最有永久价值之发展,
此可曰孔子之传统。”①在牟先生看来,尧、舜、禹三代所传之道乃是“政规业绩”之道,是文制之道。此是“外王”
之道,而非“内圣”之道。“内圣”之道自孔子始,此即孔子所立之仁教,将孔子之仁教与尧、舜、禹三代之政规业

绩合而观之,方有完整意义的“内圣外王之道”,故孔子对于“道之本统”是创辟之突进,是再建立。这样看来,儒
家道统当是自孔子讲,而不是自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讲。可见,牟宗三强调的是孔子对前轴心时代文化的

超越和突破,而不是对其的继承和联系。从这种意义上说,牟宗三眼里的孔子乃是一“截断众流”的孔子。牟宗

三亦承认,“孔子即习六艺,亦传经”②,对于前轴心时代的文化有一种继承关系,但在他看来,“对于《诗》、《书》、
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,无论是删、定、作,或只是搜补,有述无作,皆不关重要。要者是在仁。仁是其真生命之所

在,亦是其生命之大宗。不在其搜补文献也。有了仁,则其所述而不作者一起皆活,一切皆有意义,皆是真实生

命之所流注。然则唐虞三代之制度之道与政规之道惟赖孔子之仁教,始能成为活法,而亦惟赖孔子之仁教,始
能见其可以下传以及其下传之意义”③。故他反对汉唐儒者以传经看孔子,因为“传经以教是一事,孔子之独特

生命又是一事。只习六艺不必真能了解孔子之独特生命也。以习六艺传经为儒,是从孔子绕出去,以古经典为

标准,不以孔子生命智慧之基本方向为标准,孔子亦只是一媒介人物而已。”基于这种认识,他将汉唐诸儒排除

于道统之外,而肯定宋明儒学接续道统的两点贡献:一是“对先秦之庞杂集团、齐头并进,并无一确定之传法统

系,而确定出一个统系,藉以决定儒家生命智慧之基本方向”,具体地说是确立了“以曾子、子思、孟子及《中庸》、
《易传》与《大学》为足以代表儒家传承之正宗”④。二是改变了汉人“以传经为儒”的观念,“直接以孔子为标准,
直就孔子之生命智慧之方向而言成德之教以为儒学”。故宋以前是“周孔”并称,宋以后是“孔孟”并称,“周孔并

称,孔子只是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之骥尾,对后来言,只是传经之媒介”,“孔孟并称,则是以孔子为教主,孔
子之所以为孔子始正式被认识”⑤。

就牟宗三强调仁为道统的主要内容,与韩愈、朱熹等人无疑是一致的。不过他并不认为仁是由尧、舜、禹、
汤、文、武、周公到孔孟一脉相传,而是孔子创辟之突进,是孔子独特的生命方向,这一看法无疑更符合历史实

际,一定程度上使其道统说带有了历史的因素,而不像韩愈、朱熹等人的仁义超绝、孤立。另外,对于道统本质

内容的仁,牟宗三不是像韩愈将其理解为伦理原则,也不是像朱熹将其具体化为“十六字心传”的“密旨”、“心
法”,而是通过与康德哲学的比较,着力阐发其“性与天道”⑥、道德形上学的哲学意蕴,反映了他对孔子仁教的理

解和认识。以对孔子仁教的承继和发展,牟宗三认为儒学的发展实际可分为三期。孔子创立仁教,传至孟子,
“轲之死,不得其传焉”⑦,是为第一期。在经历了中国文化生命长期歧出,至唐末五代道德沦丧、儒家伦理扫地

之后,宋明理学家继承孔子仁教,挺立道德主体,发扬内圣心性之学,是为第二期。自明末刘宗周死后,有清三

百年又失道统之传,直到熊十力出来,传至牟宗三、唐君毅等人,才又光大,是为儒学第三期。在牟宗山看来,儒
学第三期的任务就是要由儒家内圣心性之学开科学、民主的新外王⑧。

以上由唐代韩愈提出、多数宋明理学家所接受、当代新儒家进一步阐发的道统说乃儒学史上的主流观点,
其影响也最深、最大。但与此对应的还有另一种道统说,似也应值得注意。如唐代杨倞提出:“昔者周公稽古三

五之道,损益夏殷之典,制礼作乐,以仁义理天下,其德化刑政存乎《诗》。……故仲尼定礼乐,作《春秋》,然后三

代遗风,弛而复张。而无时位,功烈不得于天下,但门人传述而已。……故孟轲阐其前,荀卿振其后,……真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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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之士,王者之师。……盖周公制作之,仲尼祖述之,荀孟赞成之,所以胶固王道,至深至备。虽春秋四夷交侵,
战国三纲弛绝,斯道竟不坠矣。”①杨倞认为,周公所承继的三皇五帝之道,在内容上包括礼乐、仁义、德化刑政以

及记录先王德化刑政的《诗》、《书》等,此道显然是一种广义的道,道不仅仅是观念形态,还体现为德化刑政,故
又称“王道”。此道由周公、孔子、孟轲、荀卿一脉相传,虽经春秋战国“四夷交侵”,伦常废弛,也未有中断。可见

此道统说的特点:一是扩大了道的内容,道不仅限于仁义,也包括礼乐等;二是与此相应,不是将荀子排斥在道

统之外,而是看作道统传播的一个重要环节。
杨倞这种广义的道统论在宋明理学家那里也有表现,如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孙复称:“吾之所谓道者,尧、舜、

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之道也,孟轲、荀卿、扬雄、王通、韩愈之道也。”②另一位三先生石介亦称:“道始于伏羲

氏,而成终于孔子。……伏羲氏、神农氏、黄帝氏、少昊氏、颛顼氏、高辛氏、唐尧氏、虞舜氏、禹、汤氏、文、武、周
公、孔子者,十有四圣人,孔子为圣人之至。噫! 孟轲氏、荀况氏、扬雄氏、王通氏、韩愈氏、五贤人,吏部(注:指
韩愈)为贤人而卓。不知更几千万亿年复有孔子,不知更几千百数年复有吏部。”③孙复将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
周公、孔子、孟轲、荀卿等均列于道统之中,石介虽对伏羲氏、神农氏、黄帝氏、周公、孔子与孟轲、荀况、扬雄等做

了圣人、贤人的区分,但仍肯定他们是处于同一道统序列之中,只不过前者是创造、开拓者,后者继承、传播者,
其所主张的都是一种广义的道统说,而这种道统说的提出显然与其对道的理解密切相关。如石介称:“周公、孔
子、孟轲、扬雄、文中子、韩吏部之道,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道也,三才、九畴、五常之道也。”④认为尧、舜、禹、汤、
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、孟轲、荀况之道是三才(天、地、人)、九畴(指《尚书·洪范》九畴)、五常之道。又说:“道者,何
谓也? 道乎所道也。……道于仁义而仁义隆,道于礼乐而礼乐备,道之谓也。”⑤认为道的本质内容为仁义、礼
乐。孙复亦说,“仁义、礼乐,治世之本也,王道之所由兴,人伦之所由正”⑥,与石介的看法是一致的。由于不是

将道的内容仅仅限定在仁义,而是将礼乐也包括其中,孙复、石介均将荀子列入道统之中,肯定荀子在道统传播

中的贡献。“道大坏,由一人存之;天下国家大乱,由一人扶之。周室衰,诸侯畔,道大坏也,孔子存之。孔子殁,
杨、墨作,道大坏也,孟子存之。战国盛,仪、秦起,道大坏也,荀况存之。”⑦由肯定荀子而进一步肯定汉唐诸儒中

的扬雄、王通等,这也可以说是这种广义道统说的一个特点。
近代历史学家钱穆由于反对牟宗三等人突出心性论,以心性为标准取舍儒家传统,故通过批评韩愈、宋明

理学家的道统说,提出以整个文化大传统为道统。在其看来,由韩愈提出、宋明两代争持不休的道统,“只可称

之为是一种主观的道统,或说是一种一线单传的道统。此种道统是截断众流,甚为孤立的。又是甚为脆弱,极
易中断的。我们又可说它是一种极易断的道统。此种主观的、单传孤立的、易断的道统观,其实纰缪甚多。若

真道统则须从历史文化大传统言,当知此一整个文化大传统即是道统。如此说来,则比较客观,而且亦决不能

只是一线单传,亦不能说它老有中断之虞”⑧。当代学者李泽厚针对牟宗三等人的儒学“三期说”,提出“四期

说”,即“孔、孟、荀为第一期,汉儒为第二期,宋明理学为第三期,现在或未来如要发展,则应为虽继承前三期、却
又颇有不同特色的第四期”。他认为“三期说”至少有两大偏误:一是以心性———道德理论来概括儒学,失之片

面,相当脱离甚至背离了孔孟原典;第二,“三期说”抹杀荀学,特别抹杀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。而后者在

创设制度层面和作用于中国人的公私生活上,更长期支配了中国社会及广大民众,至今仍有残留影响⑨。钱穆

所谈,已不限于儒家,故是一种更为广义的道统说。李泽厚虽然没有明确提到道统,但他认为三期、四期的分

歧,关系到如何理解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传统,从而涉及下一步如何发展这传统的根本问题,一定程度上也反

映了他对儒家道统的认识和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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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道统只能是“即道言统”
综观以上两种道统说,其内部虽然有种种分歧甚至是较大差异,但大体而言,前者可称为即“道”而言“统”,

后者可称为即“统”而言“道”。即“道”而言“统”就是首先确立何为儒家的道,并以此道为标准来判别、确立儒家

的谱系,凡合此道者即列于道统序列之中,凡不合此道者则排斥于道统序列之外。所以,首先它是一种哲学、超
越的道统观,而不是历史、文化的道统观,它关注的不是儒学历史、社会层面的发展、演变,而是社会、历史背后

某种超越的精神、价值或理念。其次,与之相应,它具有判教的性质,需要区分儒门正统与非正统。由于韩愈、
朱熹以及牟宗三等均将仁义看作道的本质内容,而仁义又表现为心性义理,所以他们认为孔子之后继承道统的

是孟子、宋明理学,而将荀子以及汉唐儒学排斥在道统之外。最后,道统之“传”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师徒传授,而
是“深造自得”,心灵感悟。因而,它可以承认道统有一时的中断,天地无光,一片黑暗,亦相信道统在中断多时

后又被重新接续,前圣后圣,心心相契。与此不同,即“统”而言“道”则着眼于儒学的整个大传统,凡在此儒家统

绪中的都可看作是道。如杨倞将仁义、礼乐、德化刑政,《诗》、《书》六艺都归于道,石介提出的三才、九畴、五常

之道。钱穆的道统论虽然不限于儒家,但若具体到儒家,也可说是以整个儒家大传统为道统,正是典型的即

“统”而言“道”。李泽厚肯定荀子与汉唐儒学,理由是后者在创设制度与塑造民众心理上曾产生过重大影响,与
即“统”言“道”说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所以即“统”而言“道”主要是一种历史、文化的道统观,它更多关注的是

儒学实际的发展、演变,而不是某种超越的价值理念;它亦不要求在儒门内部做出正统与非正统的区分,或至少

它的重点不在这里,而是要对儒学的观念体系、内部结构、社会功能做一整全的把握;同样,它也不强调道统的

中断,价值理想的迷失,而是着眼于儒学传统生生不息,前后相续。
那么,如何看待以上两种道统说,如何对其进行分析、检讨、评判,并面对现实、当下重构儒家的道统说? 这

无疑是关涉儒学未来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。言道统只能是“即道言统”,而不能是“即统言道”,因为道统不是对

思想的发展做出描述,而是指出贯穿其思想发展中的恒常价值。韩愈认为儒家道统的核心是仁义,无疑是正确

的。但他将仁义仅仅理解为“博爱之谓仁,行而宜之之谓义”①,则失之片面。在儒家那里,仁义实际存在着由仁

而义和由义而仁两个进路,前者强调扩充、培养内在的仁,进而承担起对他人的责任和义务,这就是孟子的“居
仁由义”②,韩愈的仁义观即来源于此;后者则主张通过公正、正义的制度来实现仁,这就是荀子的“处仁以

义”③。不论是由仁而义还是由义而仁,都可以在孔子思想中找到根据,都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,二者相

结合才代表儒家完整的仁义观,这就涉及对儒学尤其是儒学核心概念仁义的理解。
如果抛开传统道统说的影响,从孔子开始,完整的儒学至少包括了两个方面:一是成己安人,“为政以德”④;

二是推己及人,“为国以礼”⑤。前者见于《论语·宪问》“子路问君子”,子曰“修己以敬”,“修己以安人”,“修己以

安百姓”⑥。以后《大学》对这一思想做进一步发挥,其特点是强调修身的重要,主张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,壹是皆

以修身为本”⑦,把道德看作政治的根本,将政治道德化,走上了一条德治也就是人治的道路。《大学》的这一套

理论,虽然在唤醒士人的道德主体,激发传统儒生平治天下的豪情,期待“为生民立命”、“为万世开太平”上发挥

了积极作用,但仔细一想就会有疑问,个人的道德修养,何以有如此大的作用,竟然可以“安人”、“安百姓”? 其

实在孔子那里,个人的道德教化,只有在满足了民众的物质生活,在一套礼义制度下才能发挥作用。所以孔子

主张“富之”、“教之”⑧,要求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”⑨。而之所以要富民、利民,就是因为民与我有相同的情感、愿
望,故应推己及人,“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”,自己想要得到的也应该让别人得到,自己想要实现的也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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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让别人实现。在“道之以德”的同时,还要“齐之以礼”①,德治需要礼治来配合。没有完备的制度,一个君子固

然可以独善其身,却很难做到兼济天下。所以孔子感慨,“邦有道,则仕。邦无道,则可卷而怀之”②,“天下有道

则见,无道则隐”③。所谓“有道”、“无道”也就是有礼、无礼,特别是国君能否守礼。可见成己安人是有条件的,
如果条件不具备,只好“道不行,乘桴浮于海”④。所以孔子一方面提出超越性的仁,用仁唤醒人的道德意识,把
人的精神向上提、向外推,通过道德人格的自我完善,“修己以安人”,“修己以安百姓”⑤,主动承担起扶危济贫乃

至平治天下的责任。另一方面他又十分重视礼,认为“礼乐不兴,则刑罚不中;刑罚不中,则民无所错手足”⑥,希
望通过“克己复礼”⑦,确立和谐的政治秩序。前者是“为政以德”,后者是“为国以礼”。“为政以德”强调的是执

政者的德性、身教,认为“为政以德,譬如北辰,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”⑧。“子帅以正,孰敢不正!”⑨“君子之德风,
小人之德草。草,上之风,必偃。”“为国以礼”则突出礼义制度的重要性,认为“礼之用,和为贵。先王之道,斯
为美”,礼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制度保障。“能以礼让为国乎? 何有? 不能以礼让为国,如礼何?”礼的产生

本身就是为了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的,在前礼义的阶段,由于人有各种欲望,都希望欲望得到最大满

足,于是便相互争夺,彼此对立、冲突。于是人们通过约定制作了礼,对行为进行约束,将欲望限定在合理的范

围之内,这样便出现了国家。国家为了维护统治,往往需使用一定的刑法,所以礼与刑必然相伴。国家不只是

使民众被动地服从礼,更要使其主动地奉行礼,依据礼彼此谦让。
古代哲人在开宗立派时,其思想往往丰富、含混,具有向多个方向发展的可能。同时由于其表述不够清晰,

又常常因材施教,往往使其弟子或后学在理解上产生分歧。结果在宗师去世后,学派内部便出现分化,这可以

说是古代学术、宗教发展的一般规律,儒学亦是如此。孔子之后,“儒分为八”,从思想倾向上看,则可主要分为

“主内派”与“主外派”。其中曾子一派属于孔门后学主内派的作品,突出修身的作用,主张由内在修养达致外

在政治。曾子之后,孟子“道性善”,提出性善论,为儒家的修身奠定了人性论的基础。孟子云:“天下之本在国,
国之本在家,家之本在身。”既然身是家乃至国、天下之本,故“行有不得者,皆反求诸己。其身正,而天下归

之”,在突出修身的作用上,与《大学》的思路是一致的。而且由于确立了性善论,孟子更强调善性的扩充,并以

之为仁政的内在根据,所谓“有不忍人之心,斯有不忍人之政矣。以不忍人之心,行不忍人之政,治天下可运之

掌上”,实际是走了一条由内而外、由道德而政治的道路。但不应忽视的是,孔子之后还存在着一个主外派,此
派以子夏开其端,由荀子集大成,其思想同样构成儒学的一个重要面相。近些年清华简的发现,特别是《逸周

书》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,为我们了解这一条思想线索提供了重要的材料。例如《逸周书》中有《文儆》一篇,当
为战国前期儒者假托文王与武王的对话,从内容来看,应属于荀子之前主外派的作品。其文云:

  民物多变,民何向非利? 利维生痛(注:同“通”),痛维生乐,乐维生礼,礼维生义,义维生仁。呜呼,敬
之哉! 民之适败,上察下遂,信(注:当为“民”之误)何向非私? 私维生抗,抗维生夺,夺维生乱,乱维生亡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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亡维生死。①

“民物”,民性也。民性多变,但有一点是肯定的,就是其追求的无非是利。追求利无可指责,关键在于其可

以“痛”(“通”),也就是共享。如果你在追求利的同时,使他人也获得了利,这样彼此便产生快乐,由快乐产生出

礼,由礼产生出义,由义产生出仁。儒家的仁义原来是从利益推导出来的,真可谓“利者,义之和也”②。而要做

到义利的统一,关键是要推己及人,可以“通”,可以共享。与孟子不同,《文儆》所说的民性是自然人性,具体指

情感、欲望等,情感、欲望既可能追求利,也可能追求私。利与私的根本差别在于,利是可以共享的,私却不能共

享,只会产生对抗,对抗产生争夺,争夺产生混乱,混乱导致灭亡。而造成私的原因,是执政者过于苛察,不能推

己及人,反而与民争利。所以对于民性,应引导其追求利,而避免滑向私,引导的方法是制度、礼义,而遵守礼

义、制度便是仁。如果说《大学》、《孟子》是由内而外,由修身而治国平天下,由道德而政治的话,那么《文儆》则
是由外而内,由政治而道德,由欲望、利益推出礼义乃至仁义,走了与《大学》、《孟子》不同的另一条道路。如果

说《大学》、《孟子》由于是由内圣而外王,主要建构了儒家的内圣之学的话,那么,《文儆》则是由外王而内圣,开
始发展出一套儒家的外王之学。而《文儆》之后,对儒家外王学做了进一步发展的是荀子。其《礼论》云:

  人生而有欲,欲而不得,则不能无求;求而无度量分界,则不能不争;争则乱,乱则穷。先王恶其乱也,
故制礼义以分之,以养人之欲,给人之求,使欲必不穷乎物,物必不屈于欲,两者相持而长,是礼之所起也。
故礼者,养也。③

与《文儆》一样,荀子也是关注于人的自然欲望,从自然欲望推出制度、礼义。人生而有种种欲望,欲望得不

到满足便会向外追求,向外追求如果没有“度量分界”,也就是礼义法度,则必然会产生争夺;争夺导致混乱,混
乱导致困穷。“先王恶其乱也”———需要说明的是,荀子这里所描写的是一个前礼义的状态,政治秩序尚未建

立,自然不可能有什么王,所谓“先王”只能是后人追溯的说法,实际是指人群中的先知、先觉者。另外,由于传

统上认为荀子主张性恶论,而荀子又认为圣人与凡人的人性是一致的,这样便产生第一个圣人如何制作礼义的

难题。其实,如果知道荀子并非性恶论者,其完整的人性主张是“人之性恶,其善者伪”,实际是性恶心善论者,
这一所谓难题便迎刃而解了。在荀子看来,一方面“人生而有欲”,欲本身虽然并不为恶,但若不加节制,又没有

规则约束的话,就会产生争夺、混乱,最终导致恶。但另一方面人又有心,心有思虑抉择和认知的能力。心的思

虑、认知活动便是伪,“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”。虑指心的抉择判断能力,“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”;能,指心

的认知能力,“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”④。故当人顺从情欲不加节制而导致恶时,其心又会根据认知做出抉

择判断,并制作出礼义来,这就是善。如果说礼义的制定是为了解决欲望与物质的矛盾,从而协调二者关系的

话,那么制作礼义的动因则是心,是心的思虑、认知活动,也就是伪⑤,所以荀子的人性论可以概括为性恶心善

说。这与孟子的性善论显然有所不同,它不是通过区分“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”⑥,要求以善为性,从而激励人的

道德自觉,确立人的价值、尊严,而是着眼于人性(广义的)中欲望与理智的紧张与冲突,从而建构起礼义、制度。
如果说孟子的性善论主要为儒家的内圣奠定基础的话,那么,荀子的性恶心善论则为儒家的外王提供了理论论

证,它们二者共同构成儒学的重要内容。
三 新道统与新四书

用这种完整的仁义观去重新审视传统才是儒家的真道统,在此道统谱系中,孟、荀自然各居其位,而如何统

合孟荀,发展出新的儒学体系,便成为当前儒学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。按照宋儒的说法,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
周公以后,代表儒家道统的是:孔子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。反映他们思想的便是传统《四书》了。但是郭店竹简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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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怀信、张懋镕、田旭东撰《逸周书汇校集注(修订本)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,第232-233页。
《周易正义》,李学勤主编《十三经注疏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,第12页。
王先谦《荀子集解》,第346页。
王先谦《荀子集解》,第412-413页。
荀子认为“凡礼义者,是生于圣人之伪”,故只承认圣人可以制作礼义。但他又认为圣人与凡人在人性上是相同的,其成为圣人是实践礼义的

结果,“圣人者,人之所积而致矣”,这样便出现最早的圣人是如何出现的,以及他又是如何制作礼义的难题。要解决这一难题,要么承认圣人

是天生的,与凡人并不相同,要么承认制作礼义的实际是心的思虑、认知活动(伪),所谓圣人不过是充分发挥了其心的功能和作用而已。参

见:荀子《性恶篇》,王先谦撰《荀子集解》,第437、443页;梁涛《<荀子·性恶>篇“伪”的多重含义及特殊表达———兼论荀子“圣凡差异说”与
“人性平等说”的矛盾》,《中国哲学史》2019年6期。
《孟子注疏》,李学勤主编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233页。



思遗籍的发现,使我们认识到子思的思想不仅影响了孟子,也影响了以后的荀子。思想史上虽然不存在一个思

荀学派,但从思想的发展来看,子思、荀子之间同样存在着联系。孔子、子思之后,先秦儒学实际是一个分化的

过程。分化的好处是深化,孟子把仁落实在心,提出“仁,人心也”①,又即心言性,提出性善论,是对孔子仁学的

一大发展。荀子则提出“隆礼重法”②,认为“礼有三本”③,对孔子礼学有所推进。但分化的不利之处则是窄化,
儒学本来是内外兼备,仁礼并重的,但到了孟、荀这里,则往往取其一端,片面发展了某一方面。所以如果立足

于根源的文化生命,以仁义(“居仁由义”与“处仁以义”)为道统的基本内容,以内圣外王的贯通为儒学的根本特

征,那么,孟子是有所失,荀子是有所偏。孟子继承、发展了孔子的仁学,但对礼学有所忽略,所以是有所“失”;
荀子对孔子礼学有重大贡献,但对仁学的理解有所不足,所以是有所“偏”。因此,我们就不应该在孟、荀谁是正

统的问题上争来争去,而应该统合孟荀,重新建构完备的儒学思想体系。这样代表先秦儒家道统谱系的就不应

该只是孔子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四人,而应是孔子、七十二子及其后学,以及孟子、荀子,代表先秦儒学的核心经典

的也不应是传统的四书,而应是《论语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,可称为新四书。其中,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
分别反映孔子、孟子、荀子的思想,《礼记》则主要是七十二子及其后学的作品,尤其是其属于通论的部分,《大
学》、《中庸》本来就是出自《礼记》,现在可以将其返回。因此,以新道统(根源的文化生命、仁与礼的统一、内圣

外王的贯通)为纲领,以新四书为基本经典,“六经注我”、“我注六经”,以完成当代儒学的返本与开新,便成为当

代大陆新儒学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工作。

Re-explorationofConfucianOrthodoxy

LiangTao
 SchoolofChineseClassics RenmingUniversityofChina Beijing100872 China 

Abstract InthehistoryofConfucianism therearetwoviewsofOrthodoxy i e  under-
standinghistoryintermsoftheorthodoxandunderstandingtheorthodoxintermsofhistory In
fact onecanonlyunderstandhistoryintermsoftheorthodoxbuthardlyunderstandtheortho-
doxintermsofhistory ThecoreofConfucianorthodoxyisbenevolenceandrighteousness and
therearetwoapproachestoConfucianbenevolenceandrighteousness onebeingfrombenevo-
lencetorighteousnessandtheotherbeingfromrighteousnesstobenevolence Thebenevolence
andrighteousnessofConfucianorthodoxyshouldbeaunificationofthetwoapproaches Theor-
thodoxyofConfucius Zencius ZisiandMenciuscannotrepresentthewholedevelopmentof
Confucianism andthereareobviousshortcomingsinthetraditionalFourClassics Therefore 
takingtheneworthodoxyasaguidelineandtheNewFourClassicsasthebasicclassicshavebe-
comethekeytounifyingMenciusandXucius andtheinnovationofkindnes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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